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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江山图》暨青绿山水画

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故宫博物院书画研究所

2017年11月1～3日，故宫博物院接连举办了“赵孟頫书画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千里江山图》暨青绿山水画国

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以及美国、日本、荷兰的四十三位代表参加了两个会议。其中十九位学者

在有关《千里江山图》的会议上发言。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千里江山图》及有关宋徽宗朝青绿山水的研

究；二，青绿山水画演变的关键阶段和青绿山水画史的建构；三，其他青绿山水画家及作品的个案研究。第二三方

面涉及唐、宋、元、明各个朝代。下面以议题为单元对本次研讨会略加概述。

一  《千里江山图》及徽宗时期的青绿山水画

北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是青绿山水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作品，该图以其鲜丽明亮的设色、宏远

茂密的布置被溥光认为是“独步千载”、“殆众星之孤月”，本次举办“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和“《千里

江山图》暨青绿山水画国际学术研讨会”，再次引起了民众对该图的高度关注以及学界的研究热潮。本次研讨会的

参会学者关于《千里江山图》及徽宗朝青绿山水画的研究，在没有新材料发现的情况下，依靠视野的开阔、思想

的拓展、细节的深入，将该图的研究带向了新的阶段。   

故宫博物院肖燕翼在《关于〈千里江山图〉〈江山秋色图〉〈赵孟頫自画像〉的几点讨论》发言中，主要谈及

对《千里江山图》尾纸蔡京、溥光跋的一些疑问。肖先生注意到该卷蔡京跋和宋荦《论画绝句》中所引蔡京跋文字

之间的差别，从而怀疑宋荦所见可能不是该卷中的跋。而他在对溥光跋的研究中，亦发现诸多值得探讨之处。首

先，从溥光《草书石头和尚草庵歌》（上海博物馆藏）来看，溥光受颜体影响较大，而《千里江山图》溥光跋行书

风格并无颜体特征；其次，从文字内容上看，溥光跋一字不提蔡京跋的内容，亦有违常理；再者，从溥光的官职上

看，该卷大德七年（1303）溥光题跋款署为昭文馆大学士，赵孟頫延祐四年（1317）书《贤乐堂记》时溥光亦任昭

文馆大学士，溥光十四年间一直任此官职没有升迁，亦觉蹊跷。此外，《千里江山图》可能经王济之卖给梁清标，

而与王济之有关的书画活动均需格外警惕。肖先生强调，他只是对《千里江山图》后的两跋提出疑问，但不作结

论。最后，他在提问环节中强调，自己对《千里江山图》画作本身的年代没有疑问。

故宫博物院余辉的《细究王希孟及其〈千里江山图〉》，是对《千里江山图》比较全面、综合的研究，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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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该图是一幅写实山水画，融合了福建沿海、庐山、鄱阳湖、江苏及开封一带的景致，反映了画家足迹所到

达的范围；王希孟受徽宗教谕与当时注重神童的风气有关，希孟极有可能是通过蔡京的疏通得以认识徽宗；徽宗

教谕希孟画该图，是为了提振青绿山水，尤其是开创大青绿山水的绘画语言，意在山水画用色上体现“丰亨豫大”

的观念并形成完整的审美体系。余辉认为，该图画意最接近唐代孟浩然《彭蠡湖中望庐山》诗意，并将画面和诗

文进行了对照，这也为该图表现的是鄱阳湖（古称“彭蠡湖”）等地的“实景说”再次提供了依据。

中国艺术研究院牛克诚的《〈千里江山图〉绘画语言解析——兼论作品时代、作者年龄及图、跋关系》一文，

主要是对该图本体——皴法、色彩语言的详实研究，作者以建构五代北宋至明清时期积色勾皴体山水画的发展

谱系，从而将《千里江山图》确定在北宋的时空坐标中，认为画中皴法、赋色、细节等都符合蔡京跋中所说的希孟

作画时十七八岁的年龄特征。

北京画院吕晓的《再论〈千里江山图〉》，从卷后蔡京的题跋入手，分析了希孟的姓氏、流传过程以及作品的

定名等问题，并着力于对过去忽视的“寿国公图书印”的考证，指出应为金代尚书右丞相高汝砺印。同时，作者认为

该图欠缺水墨晕染，原初的颜色也相对过于灿烂，推测该画只是徽宗指导下希孟阶段性的成果。

美国密西根大学包华石在《宋人以艺术史为内容绘画的深层含义》发言中，从世界艺术史的角度审视了中国

艺术利用过去画法的现象，并着重关注了北宋山水画融合写实及非写实画法及对早期画法的借用等问题，认为这

种实践亦见于《千里江山图》。

日本实践女子大学宫崎法子的《关于徽宗及其周边的青绿山水之复兴》一文，对北宋徽宗时期青绿山水复

兴的现象予以了关注和研究，并讨论了十一世纪日本青绿山水的演变情况，认为尽管宣和内府的日本画可能不会直

接影响到徽宗时代青绿山水画的复兴，但它们对这一复兴的进程可能起到过反面教师的作用。

二  青绿山水画演变的关键阶段和青绿山水画史的建构

青绿山水画的演变，经历了早期青绿山水之形成、北宋晚期宫廷青绿山水达到巅峰、元初至明中叶青绿山水

与文人画的合流、晚明董其昌以仿古理念改造青绿山水等关键阶段。对青绿山水画的研究，最迫切、基础的是对

青绿山水画演变过程中关键阶段的考察，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青绿山水画史的演变序列。

青绿山水的起源及在唐代的面貌是青绿山水画研究的重要课题，因为早期卷轴画年代多有争议，是故绘制

时代较为明确的敦煌壁画就有着不可取代的价值。敦煌研究院赵声良以《从敦煌壁画看唐代青绿山水》为题，详

实梳理了唐代敦煌壁画中所见青绿山水的材料，从山峦、树、水、色彩等技法的层面总结其特点及规律，认为唐代

敦煌青绿山水壁画系受到长安李思训一派的影响。

北宋后期文人画开始兴盛，由此导致了青绿山水由贵族趣味向文人趣味的转变。上海博物馆黄朋的《钱选与

元初的青绿山水》一文，在青绿山水画史的演变脉络中着重关注了元初钱选、赵孟頫青绿山水的新变化，提出了

“新青绿”的概念，认为元初“新青绿”兴于钱选、成于赵孟頫，元以前的青绿山水创作主要是以再现为宗旨，并更多

地投合贵族趣味，而元初的青绿画风在审美取向上则已完全合同于文人画的评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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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初之后，青绿山水在明代中期吴门画派再次复兴，其中文徵明的作用至为关键。上海博物馆单国霖的《略

论文徵明青绿山水画风格》，以存世文徵明青绿山水真迹为基础，将其青绿山水之创作分为青年、中年、晚年三个

阶段，并对各个阶段的风格特点及成就进行了总结，在此基础上，作者对三幅传为文徵明的青绿山水画作品进行

了辨伪考证。

董其昌是晚明促进青绿山水画转型的关键人物，他提出的仿古理论和以色笔代墨笔的创作方式对晚明至

清代中期青绿山水画有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本次研讨会中，有多位学者围绕董其昌及其青绿山水画进行探讨。

没骨山水是青绿山水画一种特殊的绘画技法，这种具有晋唐古意的技法经晚明董其昌之手而得以复兴。中央

美术学院吴雪杉的《董其昌与日本画》一文，主要关注的是董其昌没骨画的来源问题，作者认为源自张僧繇、杨昇

的说法并不可信，董其昌可能接触过宋元明的青绿山水，但数量有限，比较起来，仿照“唐法”的日本画反而有更多

机会见到，董其昌对“没骨山”的视觉经验可能更多来自日本，并借此发明出张僧繇“没骨山”风格。作者分析，其部

分目的可能是为了与赵孟頫争胜，希望在复古上走得比赵孟頫更彻底。

中央美术学院邵彦的《明末清初的红树青山图》，关注的是从董其昌到蓝瑛创作红树青山图的传承与发展问

题，她认为，红树青山图系董其昌根据明代中晚期流行的杨昇、赵伯驹等款识伪作的再创造，虽然蓝瑛曾为董其

昌代笔，但并没有为董其昌代笔画青山红树。蓝瑛可能是在董其昌去世以后才开始画此主题。

上海博物馆颜晓军以《董其昌对晚明青绿山水画发展大转变的作用》为题，将董其昌放在晚明青绿山水画史

转折、演变的历史情境中，结合“南北宗”论讨论了董其昌青绿山水画的概念、渊源，以及对清初四王、蓝瑛一脉的

影响。作者认为，董其昌是在收藏、鉴赏的过程中逐步探索青绿山水画的发展历史，并且加以融合吸收，最终形成

了自己独特的青绿山水面貌。

三  其他青绿山水画家及作品的个案研究

本次研讨会有关青绿山水画的个案研究，或涉及画家的生平、其绘画特点和成就，或关于特定题材的演变、

意涵，或针对具体作品的真伪、年代进行讨论，均是推动青绿山水画深入研究的重要方式。

《游春图》、《江帆楼阁图》是早期青绿山水画史上的名作，其年代研究也一直是学界的难题。台北“故宫博

物院”王耀庭的《江帆游春觅知几》，从画面装裱形式、鉴藏印、女子服饰、鱼竿卷线框形制等方面层层推进，以

能推断历史年代下限的“物”的证据与画面本体风格演变的“活”的证据相结合，认为《江帆楼阁图》成画年代是南

宋，《游春图》成于五代北宋。

上海戏剧学院施锜的《〈烟江叠嶂图〉、仇池石与青绿之春：元祐年后苏轼的桃源想象》，是对王诜青绿卷

《烟江叠嶂图》的个案研究，相对于绘画本体风格的研究，该文更关注苏轼对该图、其收藏的仇池石及桃花源

母题的文化阐释，认为王诜与苏轼“共同创作”的《烟江叠嶂图》及其阐发的一系列文化现象，成为了青绿山水画史

中的里程碑式作品。

自然界的霞特别适于诗歌的吟咏，而不太容易在中国古代绘画中用视觉方式来表现，中央美术学院黄小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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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画中的霞及其意义》一文中注意到，宋代画论中对霞有特别的关注，作者同时结合现存作品实例，将宋画中

的霞分为江山晚霞和望霞两类，不仅关注其视觉表现方式，亦深入挖掘其政治、宗教内涵，其中如从江山瑞霞的

角度对马麟《夕阳秋色图》的解读就颇有新意。

辽宁省博物馆郭丹在《〈佚目〉所见的赵伯驹〈仙山楼阁图〉四种》一文中，公布了辽宁省博物馆藏《故宫已佚

书籍书画目录四种》所记四本赵伯驹《仙山楼阁图》的相关材料，并对传世及著录所见清代以前仙山楼阁图作了

梳理。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刘晞仪的《怡情下的无奈：钱选青绿山水幻境中的陶渊明和王羲之》，系对美国大都

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钱选《陶渊明归去来图》和《王羲之观鹅图》的研究，该文从失志儒臣而非隐逸文人的角

度解读陶渊明、王羲之的心境，从而对二图图式及风格的变化形成新的认识：钱选改变传统模式，自创构图和母

题，透露二人失志寥落的另一面，得到了元初遗民的广泛尊崇和认同。

明代前期宫廷及浙派绘画中由于存世青绿山水数量很少，通常不被重视。浙江大学赵晶的《明代画家郭纯

的生平与绘画》，以黄淮撰写的郭纯墓志铭（《阁门使郭公墓志铭》）为基础，结合明人诗文集以及笔记的相关记

载，详实地勾勒了明前期宫廷画家郭纯的生平，并从迎合皇帝趣味的角度分析了郭纯学习、创作青绿山水的原因。

晚明项圣谟一向以水墨山水画著称，而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陆聆恩在其《项圣谟之色彩：十七

世纪的青绿山水》一文中，却注意到画家对鲜明色彩的关注和使用。作者以项圣谟的传世绘画及诗文作品为研究

重点，检视了十七世纪文人青绿山水画的发展。陆聆恩认为，项圣谟以复古和招隐为理念，按题材利用色彩进行

创作，以淡雅之色画文人画、以高饱和的颜色画古代传说、以水墨和颜色相结合画纪游图、以明亮的颜色画风景

及花卉。该文不仅关注其视觉表达方式，亦深入挖掘其政治、宗教内涵。

青绿山水是中国山水画的重要门类，但长时间以来，学界对文人钟情的水墨山水研究得较多，对青绿山水的

研究明显不足，与青绿山水在山水画史的地位不符。此次研讨会，无论是在对北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隋展子

虔《游春图》等作品的个案研究上，还是在对北宋晚期、元初、明中期、晚明等青绿山水画演变关键阶段的研究

和整体青绿山水画史的建构上，都取得了积极、丰硕的成果。同时，本次研讨会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部分论文

的写作过于仓促、论证不够严谨、结论缺乏新意等。相信本次研讨会研究者的发言和提交的论文，将会刺激、衍

生出更多的研究成果，推动《千里江山图》和青绿山水画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执笔者单位：故宫博物院书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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